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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文獻學者吳守禮（1909-2005），曾於臺北帝國大學的文政學部就讀，專攻

東洋文學，師從日本漢學家神田喜一郎（1897-1984），接受專業的學術訓練。後受

神田氏推薦，到日本京都的東方文化研究所，學習京都漢學派的研究方法，參與研

究所圖書的編目工作。日治末期吳氏回臺進入南方人文研究所，將研究重心轉至福

建的歷史及語言上。在此期間吳氏調查方志、蒐集各種資料，為日後的文獻研究建

立基礎。 

戰後吳守禮擔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投入閩南戲曲《荔鏡記》文獻的研究工

作，針對各版本的戲文，透過比對校勘的方法重建其內容，並從中整理閩南語詞並

加以分類，作為研究語料。吳氏的閩南語文獻學自成理論，嘗試分析《荔鏡記》文

獻的成書脈絡，與故事內容的發展及演變情形，並藉由文獻語詞及文學素材的運

用，進行文獻年代的推定：早期文獻所收內容，呈現何種歷時性的特徵。 

吳守禮在學術上的成就，是重建臺灣語學傳統的指針。由於吳氏曾接受京都漢

學派的薰陶，對於文獻資料、版本學的掌故，皆有相當深厚的知識底蘊。而吳氏的

方法論，能以科學的證據原則，重建閩南語發展的歷史。因此，探究吳氏的研究成

果，不僅有學術史的意義，同時也有助於建立臺灣經驗與觀點的語言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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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改寫自筆者的碩士論文〈吳守禮的閩南語文獻學及詞彙考證方法之研究〉，

該學位論文獲頒國立臺灣圖書館「111 年度臺灣學碩博士論文研究獎助」優等

獎，承蒙館方及審查委員教授，對拙著的鼓勵與肯定，特此致謝。參考陳楷峯，

〈吳守禮的閩南語文獻學及詞彙考證方法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

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2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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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從漢文到漢學研究：吳守禮早年的求學歷程與學術活動 

參、吳守禮對早期戲曲文獻的蒐集與校勘 

肆、吳守禮的「故事年」理論與文獻定年法 

伍、結語 

 

 

壹、前言 

回顧臺灣學術史的發展，可以發現從日本時代延續至戰後的臺灣學者，在

人文科學方面則屬於相對少數而非主流的，這除了日本時代的人文科學，與醫

學、商業、工科等相比，發展受限而較不受重視之外，戰後學術環境的變化也

是原因之一。但也正是這樣的環境，使得吳守禮（1909-2005）這位畢生埋首於

閩南語研究的文獻學者，能夠展現其學術成就之獨特性。而我們同時也能藉由

吳氏對早期語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重建臺灣文獻研究的學術傳統。 

過去對於吳守禮的研究資料，大多為紀念性質，介紹其生平事略與學術貢

獻的文章，例如張良澤主編的刊物《臺灣文學評論》第 6卷第 2期「吳守禮先

生紀念專輯」（2006.4）當中，有收楊秀芳、賴永祥、洪惟仁等人對吳氏的回憶，

都分別提及吳氏在學術上的貢獻與成就。1不過在上述之紀念文章當中，有針對

吳守禮的學術研究進行具體分析的，像是姚榮松〈論吳從宜（守禮）教授的閩

南語漢字學〉，除了肯定吳守禮對臺灣方音符號的堅持外，也從吳氏針對閩南

語詞如：「腳」、「企」、「𨑨迌」等個案的研究中，分析傳統音韻學及詞源考證

在方法論上的關聯性。2 

除此之外，也有單篇論文，針對吳守禮的學術工作進行系統性的整理，例

如：董忠司〈吳守禮教授的潮州語文研究及其成就〉一文，即從「潮州語文研

究文獻」、「潮州傳統語文學、「潮州語音韻」、「潮州—泉州語詞彙研究」等四

個面向，整理吳守禮的研究成果，及其對於閩南語言文獻所累積的學術貢獻。

 
1 參考楊秀芳，〈敬悼吳守禮教授〉《臺灣文學評論》，6：2（2006.4）：6-17；賴永

祥，〈談先輩吳守禮仙〉《臺灣文學評論》，6：2（2006.4）：18-21；洪惟仁，〈吳

守禮教授在閩南語文獻學上的貢獻〉《臺灣文學評論》，6：2（2006.4）：22-26。 
2 姚榮松，〈論吳從宜（守禮）教授的閩南語漢字學〉《臺灣文學評論》，6：2（2006.4）：

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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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董氏也指出：吳守禮的詞彙研究，具有以下 6項特點： 

一、他是第一個為明清早期潮州戲文中的所有詞彙來逐詞摘錄，並且附

有檢索系統的人。 

二、他是第一個研究包含潮州語的閩南方言詞彙史的人 

三、採用雙套分類系統，以求交叉檢索。 

四、採用的分類系統，類目明晰、類中有類，綱舉目張，眉目清楚。 

五、重視詞彙和修辭、句法、文字使用、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相關性。 

六、視書中材料之多少來決定分類架構，不死守一固定的間架。4 

 

所謂「雙套分類」系統，即是指吳氏的詞彙整理方法：以「詞類」（或曰

「品詞」）與「語料性質和古今社會狀況」兩大類來構成，前者稱「詞類語彙」，

而後者則為「事類語彙」。5由此可知，吳守禮的學術工作不僅細緻而謹慎，且

還依照文獻的性質，進行系統性的整理並加以調整，以此作為探究語源的基礎。 

陳楷峯的論文〈吳守禮詞彙考證方法之試探：以「音字脫節」問題之處理

為中心〉6，則發表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史苑》第 78期（2018.7）。拙著以吳守

禮對閩南語詞的考證方法為討論對象，藉由吳氏所指出，閩南語詞的「音字脫

節」現象，分別從「查晡、查某」性別稱謂、「事情（tāi-tsì）」、「企（khiā），

站立」等個案研究，分析吳氏的語詞考證方法。拙文透過吳氏的研究論述，整

理他進行語源試探的基本次序： 

探究閩南語詞彙的「語源」應先從文獻、字典、韻書當中尋找讀音及構

詞方法相同或相近的詞彙……接著運用閩南詞彙「讀音」、「語音」之間

的「轉讀」關係，進行各種案例的考證，得出本字的可能寫法，同時亦

從戲曲文獻中探究俗字並擬出「音義相合」的創用字。7 

 

由此可知，吳守禮的語源考證，是以其針對閩南語早期文獻的研究資料為

基礎，並且要在「音義相合」以及「存在語音之對應關係」等原則為前提之下，

 
3 董忠司，〈吳守禮教授的潮州語文研究及其成就〉《臺灣語文研究》，1（2003.1 [慶

祝曹逢甫教授六十華誕專號]）：1-24。 
4 董忠司，〈吳守禮教授的潮州語文研究及其成就〉，18-19。 
5 董忠司，〈吳守禮教授的潮州語文研究及其成就〉，15。 
6 陳楷峯，〈吳守禮詞彙考證方法之試探：以「音字脫節」問題之處理為中心〉《史

苑》，78（2018.7）：45-75。 
7 陳楷峯，〈吳守禮詞彙考證方法之試探：以「音字脫節」問題之處理為中心〉，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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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俗字、本字，以及新造字之間的語源關係。陳楷峯在前述論文的基礎上，

完成碩士論文〈吳守禮的閩南語文獻學及詞彙考證方法之研究〉，全文依照性

質可分成兩部分：前半部是以吳守禮早年的求學歷程與學術活動為主軸，整理

並重建吳氏成為文獻學者的過程；而後半部則分別從文獻研究、音韻分析，以

及詞彙的語源考證等三個面向，討論吳氏的研究方法。 

本文擬將論述的內容，集中於吳守禮的學術成就，及其研究理論與方法的

分析。吳氏的學術觀念，深受其在臺北帝國大學就讀東洋文學科時的恩師：神

田喜一郎（1897-1984）教授的影響，其研究論述主要係建立在深厚的文獻考證

基礎之上，在累積語料分析經驗的同時，也將閩南語文獻的發展史延長至四、

五百年以前，不僅是對閩南語史，而對漢語的歷史發展，皆累積豐富的語料，

而這也是吳氏的語言文獻學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成就。 

本文的內容，首先討論吳守禮早年的求學經驗與學術活動，將論述重點放

在日本漢學（京都考證學派）對吳氏的影響，並根據吳氏累積學術經驗的過程，

討論他對於此領域之學術研究的認識與理解；其次，則討論吳守禮蒐集、整理

早期閩南語文獻的過程，以及他對戲曲文獻進行校勘的方法；最後，則透過吳

氏對早期閩南文獻進行考證而提出的論述，針對其學術觀點進行分析，並討論

他所提出的文獻學理論及其應用原則。 

 

貳、從漢文到漢學研究： 

吳守禮早年的求學歷程與學術活動 

吳守禮生於 1909年的臺南市，父親吳筱霞（1869-1950）是臺南望族出身。

8幼年時期的吳守禮在當時文風鼎盛的府城，逐漸養成對文學的愛好。9大約到

 
8 吳守禮的先祖，可追溯到跟隨鄭成功來臺的吳錫泰。臺灣改隸清帝國後，吳氏後

人留在臺灣從事開墾事業。開臺第三代吳郡山（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蔡墘

社），隨其兄弟至彰化開墾，並設「吳郡山館」，吳家以「蔡墘」為堂號。吳守禮

的父親吳筱霞，即屬於彰化舊館（今埔心鄉）一系的分支。參見曾慶國，《吳郡

山租館：吳氏家族結社成村的故事》（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9），

29-30、39-40、45-47。吳守禮曾提到：記得在臺南郊外的祖塋墓石上，深深刻著

「蔡墘」2字，又曾在進入臺北帝國大學的那一年，在小川尚義的語言學課堂上

用臺語發音，小川教授立刻說吳氏是「漳州系」。吳守禮後來透過岩崎敬太郎所

製簡便方言比較表自行檢驗，始知自己的方言，原屬於「漳州系」的可能性更大。

參見吳守禮，〈福建語研究導論：民族與語言〉，收於臺灣光復文化財團人文科學

委員會編，《人文科學論叢》，1（臺北：臺灣光復文化財團，1949.2），158。將

前述資料相互比對，可印證吳守禮的祖籍為「漳州龍溪」的可能性。不過吳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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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歲左右，吳守禮因父親工作需要而隨其父搬至臺灣中部，先後居於臺中、彰

化員林等地。在實地觀察到臺灣各地方言的差異之後，也產生對語言進行比較

研究的想法。10 

吳氏自幼接受父親的傳統漢文教育，用臺灣音誦讀《文學初階》、《唐詩三

百首》、《尺牘如面談》等啟蒙書籍，因此對臺語的漢字讀音有基本概念。但這

些對他來說，都只是念詩歌，而不是讀書，且因為只是唸出臺灣口語的漢字音，

對於漢字的字義，以及傳統漢詩文的箇中涵義，也不甚了解。此後吳守禮先後

在公學校（臺南第一公學校、臺中公學校、員林舊館公學校）、臺中一中與臺

北高等學校的升學過程中，接受了近 10 年的日本教育，臺灣話的發音也就忘

了不少。11 

日本式的漢文教育，與臺灣漢文不同，是以日本語順的訓讀法來理解古典

漢文。雖然如此，吳氏也得以從臺灣和日本的漢字音觀察，透過這兩種語言所

呈現的差異來比較兩者的文化傳統。這份經驗在吳守禮的求學過程中，也逐漸

成為啟發他成為一位學者的養分。吳守禮進入臺北高等學校，選擇文科乙組就

讀，以德文為主修的外國語文。吳氏之所以選讀文科，除了他對文學的興趣、

家庭背景與成長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之外，也因為他天生有輕度的紅綠色盲（色

弱），而無法就讀理科。12 

因為吳氏想要多學一種外國語，而選擇乙組學習德文。吳守禮曾回憶他在

臺北高校所受的影響：「我在臺北高校求學時，上德文課，學習到一句話「爲

學問而學問」，是德人治學的精神。13」而這也成為吳氏日後走上學者之路，終

 
指出，臺南市的方言「似乎是福建省同安方言的色彩較濃」，這當然是他幼年時

的語言接觸經驗，然其成長環境不斷改變，使他的口語最後也呈現「不漳不泉」

的狀態。參考吳守禮，〈閩南語史研究的回憶〉，收於《閩臺方言研究集（1）》（臺

北：南天書局，1995.3），21。 
9 楊秀芳，〈敬悼吳守禮教授〉，6。 
10 吳守禮，〈閩南語史研究的回憶〉，21。 
11 吳守禮，〈閩南語史研究的回憶〉，21-22；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

語研究〉，收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7.1[1

版修訂 3 刷]），14。根據吳氏的口述，其在臺中一中修滿五年畢業後，才去參

加高等學校入學考試，並於 1927年進入臺北高等學校就讀文科乙類。與吳守禮

同年入學就讀文科者，有文學家曾石火，以及考古、民俗學者國分直一。臺灣

總督府編，〈彙報「學事‧入學許可」〉《臺灣總督府府報》，53（1927.3）：51；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3。 
12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1。 
13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收於《閩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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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奉行的原則。從高等學校畢業後，吳守禮留在臺灣繼續升學，進入臺北帝國

大學的文政學部文學科，就讀東洋文學專攻，相當於現在的中國文學科系。 

 

 

 

 

 

 

 

 

 

 

 

 

 

 

  

圖 1：吳守禮在臺北高等學校就讀時期寫真（中排右五）。 

資料來源：臺北高校第 3回文乙同期生會，《臺北高校第 3回文乙同期生会 會員名

簿 昭和 40年版》（出版地不詳：臺北高校第 3回文乙同期生会，1965），

2。（筆者攝影） 

 

吳氏曾說自己「雖想讀德國文學，但是臺北帝大並無德國文學」，然而因

自己升學時家裡已不比從前寬裕，無法前往日本留學，所以到畢業前都還未能

決定要就讀的科系。14後來想說「讀中文的話，至少這是咱自己的語言，較易

研究」，加上他認為「日本小說家的生活」、「政治、法律科系」都與自己的個

性不合，最後吳守禮決定選擇東洋文學科就讀。然而在入學之後才發現「學習

經驗完全不同」。15東洋文學的課程，與書房的傳統漢文相比，則有相當大的差

異。 

 
方言研究集（1）》，44-45。 

14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2-13。 
15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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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學到高中階段，吳守禮對中文（漢文）的印象，一直都是「四書五經」，

是「科舉考試」的世界。而在進入臺北帝國大學，接觸了所謂「文科的科學」

的研究領域之後，才使他大開眼界，從原先對漢文只有「四書五經」的印象，

到後來知道「漢文除了吟詩作文科舉之外，還有一個學問方面的領域可以去發

展」，而此一門學問，日本當時則稱為「支那學」。16 

有關東洋文學科的教學與研究風氣，根據吳守禮「初淺的觀察」，臺北帝

大「文科方面的教授陣容，東京帝大出身的與京都帝大出身的似乎旗幟鮮明，

旗鼓相當……東大派似乎偏於儒學、哲學。京大派比較實事求是。」17東洋文

學科所教授的課程，除了久保天隨（1875-1934，本名久保得二，號天隨）的詩

詞文學，還有神田喜一郎的考證學。久保天隨是東洋文學講座的首任教授，以

「西廂記之研究」獲得博士學位。他所使用的教材，包括：甌北詩話（趙翼）、

宋元戲曲史（王國維）、中國戲曲概論（吳梅）、元曲選（藏晉叔），中國文學

史（自編）。18 

神田喜一郎（1897-1984，京都人，號鬯盦），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的支那

史學專攻，受業於內藤虎次郎（即內藤湖南）門下。神田氏原先是助教授，在

久保天隨病故之後，遂遞補為東洋文學科的講座教授。19神田教授博學多才，

兼及經學、文學、藝術等。透過吳守禮的口述，就可以知道神田氏對他的影響： 

遇到神田教授可說是我的幸運，自高等學校畢業進入臺北帝大讀中文，

根本是一張白紙，沒什麼基礎。神田教授由基礎開始訓練我……。神田

教授擅長考證學，詳細介紹清朝樸學大師的著作，上課的課本是用陳奐

的《詩毛氏學傳疏》詩經新注。所以雖然說是基礎訓練，但所用的課本

相當艱難。20 

 

由此可知，吳守禮所接觸的學問是清代的樸學（考據學），經過日本的發

展而成為近代的考證學。在此之前，吳氏對這方面的學問可謂一無所知。神田

教授所使用的教材，除了陳奐的《詩毛氏傳疏》之外，還有《論文雜記》（劉

 
16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3。 
17 從宜生，〈「臺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臺大校友雙月刊》，18（2001.11）：

16。 
18 從宜生，〈「臺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17。 
19 吳守禮，〈許南英父子與我家〉《書和人》，創刊號（1965.3）：7；鄭樑生，〈日本

漢學者：神田喜一郎的著述生活〉《書和人》，305（1977.1）：2。 
20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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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胡刻昭明文選》（梁，蕭統編，李善注）、孫德謙的《六朝儷指》與《漢

書藝文志舉例》、顧實的《漢書藝文志講疏》等書籍。21 

神田喜一郎精通經史子集四部，除了六朝的駢儷文之外，也詳細介紹桐城

古文派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更從自己鑽研書誌學（校勘學）的心得，講授

《漢書藝文志》。而神田氏之所以會使用《詩毛氏傳疏》做為引導學生入經學

之門的課本，則是因為當時他正鑽研經學，講授《詩毛氏傳疏》則有兼取經學

及文學的學術意義。22吳守禮曾提到神田氏的學問：「鬯菴師學問上的成就，大

都得力於他所擅長的書志版本的知識。」23 

由此看來，神田教授的基礎訓練應是非常紮實的，而當時的吳守禮也確實

對漢學知識的探求產生濃厚的興趣，自言「一時深陷迷入」，並從市面上取得

各種經學、漢學的書籍，包括：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清代學

術概論》、皮錫瑞的《經學歷史》與《五經通論》、江藩《漢學師承記》，以及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24可見吳守禮在大學期間大量接觸考證學的相關

知識，不僅建立了文獻考證的概念，也因為常到神田教授家裡，向其請教研究

的方法，從而對京都學界的掌故，也有相當程度的認識。25 

吳守禮在東洋文學科接受專業的學術訓練，在神田教授的指導下，對於文

獻考證的知識及學問，建立深厚的基礎。在完成大學卒業論文〈詩經文法研究：

「其」字について〉之後，吳氏留在文政學部擔任副手。26而他在此期間發表

的論文，例如：〈陞官圖の語る〉，刊於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試刊物《南方

 
21 從宜生，〈「臺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17。 
22 從宜生，〈「臺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17。 
23 鄭樑生，〈日本漢學者：神田喜一郎的著述生活〉，2。 
24 從宜生，〈「臺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17。 
25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5。 
26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4-15。關於「副手」的制度，

根據《臺北帝國大學一覽》（以吳守禮大學畢業當年的 1933 年版為例）書中，

於昭和 5年（1930年）1月 25日所制定的「臺北帝國大學副手規程」之定義：

「副手」一職是由各學部設置，且須具備學士或相當之資格，並在學部長（類

似今日學院的院長）的推薦下，由總長（大學校長）任命。雖然副手的職務與

助手無異，會有補助費，但基本上不支薪。副手在經過兩年以上之職務而有成

績者，可由學部長申請，由總長授與證明書。參考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

學一覽 昭和八年》（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33），115-116。而關於副手與助手

的差異，如吳守禮所述，前者是有任官而後者則無。吳氏並提及臺北帝大東洋

文學科的臺籍同學田大熊，因為「無日籍人士競爭之故」而得以任官。與此同

理，吳氏之所以只擔任副手而非助手，這很可能是因為有內地人競爭之故。參

考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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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俗》，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討論民間遊戲「陞官圖」的淵源27；〈從宜誃曼筆〉

與〈古籍保存管見（漢籍）〉兩篇論文，皆發表於臺灣愛書會的刊物《愛書》，

討論古籍保存的歷史發展與方法。28 

此外，吳守禮也在〈陳恭甫父子年譜坿箸述攷略(初稿)〉論文中，整理了

清代學者陳壽祺（字恭甫）、陳喬樅（字樸園）父子的家世背景、年譜，以及

兩人的學術著作，並以大量「考注」將同時代經學家的生卒年、經學及文學著

述一併整理，做對照參考之用。29除了前述陳氏父子之外，也發表了關於王國

維（字靜安）在文學、小學、金石學、甲骨學、古史學等各方面的特色與貢獻，

以及他對後學的影響。30針對學者的研究，不僅是對歷史人物的評析，同時也

是學術史的考察。吳守禮曾於〈陳恭甫先生父子年譜坿箸述攷略(初稿)〉的後

語部分，提到： 

初稿之編發端於本學教授神田先生。蓋甲戌春。守禮侍先生讀陳奐毛詩

傳疏。所引多清儒攷據之書。談次往及乾嘉經師事跡。問於先生曰。陳

壽祺父子爲嘉道儒林之碩望。而未有人作年譜者。殊爲憾事。且臺灣與

福建。一葦可杭。關係匪淺。小子試爲之可乎。31 

 

可知吳守禮想透過考據學的方法，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觀察臺灣與福建

的歷史關係。吳守禮在文政學部擔任副手的五年間，持續累積學術經驗，此後

在恩師神田教授的引薦下，前往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參與研究工作。32當時的

京都帝國大學，是支那學的重鎮，而神田喜一郎就曾受業於京都学派的内藤湖

南、狩野直喜等學者的門下，吳守禮所繼承的學術傳統，即是由此而來。33吳

氏在東方人文研究所參與學術研究活動，當時正在研究元曲，後來出版了兩集

 
27 吳守禮，〈陞官圖の語る〉《南方土俗》，3：3（1935.7）：頁 37-46。 
28 延陵從宜，〈從宜誃曼筆〉《愛書》，4（1935.9）：39-44；吳芳雲，〈古籍保存管

見（漢籍）〉《愛書》，5（1936.1）：27-36。 
29 吳守禮，〈陳恭甫先生父子年譜坿箸述攷略（初稿）〉《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

文學科研究年報》，3（1937.4）：107-211。 
30 吳守禮，〈王靜安先生の學問とその影響〉《臺大文學》，2：3（1937.6）：54-74。 
31 吳守禮，〈陳恭甫先生父子年譜坿箸述攷略（初稿）〉，210。筆者在碩士論文將

此段「……小子試爲之可乎」之引文，誤植為教授對吳氏之建議，實為吳氏「問

於先生」（向教授詢問），藉此機會修正。參考陳楷峯，〈吳守禮的閩南語文獻學

及詞彙考證方法之研究〉，30。 
32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5-16。 
33 參考連清吉，〈神田喜一郎及其《敦煌學五十年》〉，收於《日本京都中國學與東

亞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4），22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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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選。34 

吳守禮回憶當時的情形：「其實我去東方文化研究所主要目的是學中國

話，當時東方文化研究所正在編該所總目錄。我除了參與圖書室的事務，亦可

以到京都大學聽課……。35」根據昭和 13年（1938）出版的《東方文化研究所

要覽》，吳守禮在司書室擔任囑託員（沒有任官的職員）。36吳氏在研究所一邊

學習中國話，一邊參與文獻整理及編纂的工作，同時觀察京都學派的研究方

法。也因為這段實務經驗，使得吳守禮能在戰後的臺灣大學，負責中文系圖書

的編目工作。37 

在日本經過兩、三年後，吳守禮不僅學會中國話，也翻譯了兩本中國民間

故事集，此後於 1943 年自京都返臺，回到臺北帝大進入同一年成立的南方人

文研究所擔任囑託，將研究的課題放在福建歷史及語言的研究。在此期間，吳

氏經常到圖書館查閱地方志，收集有關福建語的資料： 

在臺北帝大南方人文研究所裏，我的職務是中文資料調查翻譯，開始調

查閩粵的地方志，於是我又與福建接近了。職務和興趣需求一致，因而

得以獲取一些尋「臺灣話之根」的歷史關係資料，也有機會到圖書館找

尋羅馬字文獻。38 

 

吳守禮還在京都任職的時候，《朝日新聞》曾發起「亞細亞語學叢刊」的

計畫，吳氏當時的上司，中國文學權威吉川幸次郎（1904-1980），就推薦他寫

廈門話，並說：「書中要敘及使用該語言的民族歷史槪要，目的是在於使讀者

了解語言的背景。39」回到臺灣後，適南方人文研究所成立，於是利用總督府

計畫編纂「南方大系」（對南支那及南洋的研究）的職務之便，吳氏得以看到

早期方言文獻的資料。神田教授也讓他撰寫有關福建語的課題，而這「福建地

方志的調查」也就成為後來〈福建語研究導論〉的基礎工作。 

 

參、吳守禮對早期戲曲文獻的蒐集與校勘 

 
34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6。 
35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17。 
36 東方文化研究所，《東方文化研究所要覽》（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1938.11），

13。 
37 吳守禮，〈閩南語史研究的回憶〉，24；賴永祥，〈談先輩吳守禮仙〉，20。 
38 吳守禮，〈閩南語史研究的回憶〉，24。 
39 吳守禮，〈福建語研究導論：民族與語言〉，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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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守禮進入臺北帝大的文政學部就讀東洋文學科，跟著神田喜一郎教授學

習清代考據學的掌故，也接觸到近代日本漢學（考證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

而吳氏透過在學期間所獲得的學術訓練，不僅認識了傳統中國的語言文字之

學，同時也以此作為考察早期閩南語歷史，以及閩南方言文獻的主要媒介。吳

氏曾在〈福建語研究導論〉當中提到：「此刻我是站在科學學術的立場，爲着

記錄現階段——恐怕已經成爲前階段了——的『臺灣語』，切望，幾個熱心的

同道，起來整理一部有系統的『臺灣方言志』。40」 

在完成〈福建語研究導論〉的中文翻譯後，吳氏便陸續整理臺灣方言文獻

資料，並於 1954年完成《臺灣省通志稿 卷二 人民志語言篇》41，由前述兩部

學術著作，可知吳守禮從日治到戰後初期，學術活動的連續性。而在完成前述

著作後，吳氏便開始對早期戲曲《荔鏡記》文獻，進行一系列的考證研究，而

這也是吳守禮的學術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誠如洪惟仁所述：「吳守禮

在鶴佬語古典文學，即明清之際出版的陳三五娘故事《荔鏡記》有一系列的研

究發表，是這方面唯一的專家。」42 

這句話不僅是對吳氏在其學術專業上的肯定，也反映《荔鏡記》各版本戲

曲文獻在重建、校勘與分析上的困難，所以從事早期文獻考證的學者並不多。

明清戲曲「陳三五娘」故事，不僅流行於臺灣，而在閩南、東南亞僑社等地區，

也都是膾炙人口的傳統戲劇；施炳華則指出：「今日所見最早的劇本就是刊行

於明嘉靖丙寅四十五年（1566 年）的《荔鏡記》，是一本以泉州話為主、夾雜

潮州話的閩南南戲戲文。43」閩南白話戲曲文獻對於學術研究的價值，除了將

過去的閩南方言記錄下來之外，也提供「南戲」之南管音樂的研究資料。 

吳守禮針對早期文獻的考證，並從中探究閩南詞彙的語源，對於閩南語發

展史的重建，有相當大的貢獻。吳氏發現《荔鏡記》文獻，最早是在他擔任文

政學部副手時，恩師神田教授在雜誌《愛書》第 10輯（1938.4）發表文章〈牛

津に存在する臺灣の古文獻に就いて〉，當中介紹到《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10

卷第 5期（1936.9-10），由中國學者向達（1900-1966，字覺明，湖南人，中國

歷史學家、文獻學者）所發表的一篇題為〈瀛崖瑣志：記牛津所藏的中文書〉

 
40 吳守禮，〈福建語研究導論：民族與語言〉，168。 
41 林熊祥主修，吳守禮纂修，《臺灣省通志稿 卷二 人民志語言篇》（臺北：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組，1954.12）。 
42 洪惟仁，〈簡介近十年來的鶴佬語研究〉，收於《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出

版社，1992.2），39。 
43 施炳華，《《荔鏡記》音樂與語言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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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因而認識到明朝嘉靖末年重刊的「荔鏡記戲文」影照一幀的插圖。44 

 

 

 

 

 

 

 

 

 

 

 

 

 

 

 

 

 

 

 

 

 

 

 

 

圖 2：藏於倫敦牛津大學的明嘉靖年間重刊「荔鏡記戲文」插圖。 

資料來源：插圖「牛津大學圖書館藏圖影五幀」，《國立北平圖書館館栞》，第 10

卷第 5號（1936.9-10），荔鏡記戲文書影。45 

 
44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32。 
45 觀察照片的上半部，即第 1葉的內容，可以看出此份文獻是由「顏臣全部」（上）、

「詩詞與圖畫」（中）與「荔鏡記正文」（下）等三個部分所構成，右半葉的第 1

行有「重刊五色潮泉挿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的書名。下半部

左葉上欄處有一段文字「重刊荔鏡記戲文記有一百五葉……余氏新安云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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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插圖是明嘉靖年間重刊「荔鏡記戲文」的一幀插畫，為《北平圖書館

館刊》第 10卷第 5期所附牛津大學藏本《荔鏡記》戲文第 1葉及末葉的照片，

藏於倫敦牛津大學。神田教授將有關這份早期文獻的介紹文章，附在其發表於

《愛書》刊物的論文中，並加以說明後，一位臺灣的民間藏書家把他自己收藏

的「順治本荔鏡記」贈與神田教授。吳守禮雖然知道神田教授藏有這份文獻，

當時卻沒有向他詢問。46等到吳守禮在完成〈福建語研究導論〉的中文翻譯，

發表於《人文科學論叢》第 1 輯（1949.2）之後，曾言自己對於《荔鏡記》戲

文全貌的內容，已有「非看不可的意願」且「逐漸不可遏抑」了。47便開始蒐

集《荔鏡記》的文獻資料。 

吳守禮先是在服部宇之吉所編「佚存書目」當中，讀到《荔鏡記》戲曲文

獻存於日本的記載，於是寫信向有分配到一部分書目編纂工作的神田喜一郎教

授詢問，得到的答覆是：該書目小說戲曲的部分是長澤規矩也教授所分擔，現

在不知下落，可能藏於內閣文庫。48在《臺灣省通志稿語言篇》完成之後，吳

守禮便寫信給他在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的主任倉田淳之助（當時是司書室的管

理員），請他協助尋找文獻資料。不到一個月，明嘉靖末年重刊「荔鏡記戲文」

的影照全套就寄到吳氏手上。後來才得知，倉田氏剛好在奈良的天理大學整理

善本書籍。49 

除了日本方面的藏本，吳守禮透過臺大的同事方豪教授前往歐洲訪書的機

會，與香港大學的饒宗頤教授提到吳氏的閩南語文獻研究，從而得知饒教授願

意以自己所收藏的英國牛津本《荔鏡記》照片相贈，經過多次書信往來後，饒

教授遂請方神父將牛津本的影照帶回臺灣送給吳氏。在取得所需的資料後，吳

守禮於 1957年完成〈現存最早的閩南語文獻茘鏡記戯文硏究序說〉，並收入《神

田博士還暦記念書誌学論集》。50 

此篇「研究序說」經改寫後發表於《臺灣風物》第 10卷的第 2、3期（1960.2, 

 
文獻之後語。因牛津藏本的年份「○寅年」破損，而需要其他資料的對照，始

得考訂文獻之刊行年代。 
46 吳守禮口述，鄭麗玲整理，〈我與臺灣語研究〉，23。 
47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32。 
48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32-33。 
49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33、45。 
50 參考吳守禮，〈現存最早的閩南語文獻：茘鏡記戯文硏究序說〉，收於神田博士

還曆記念會編，《神田博士還暦記念書誌学論集》（東京：神田博士還曆記念會，

1957.11），58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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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除了對早期文獻的校勘之外，吳氏同時也從文獻當中整理出閩南語詞，

討論其中的語源問題，而陸續完成「閩南方言研究札記」數篇，發表於《中央

日報》副刊、《大陸雜誌》等處52，針對閩南語詞在各種文獻中被記錄的情況，

及其發展與演變之可能性，進行細緻的考證。 

1961年吳守禮完成《荔鏡記》戲文的校勘篇，並將其分贈海內外的學術研

究機構。同年的 11月，接到漢學家龍彼得教授（Piet van der Loon, 1920-2002，

曾於英國劍橋、牛津大學任教）來函，希望吳氏將其研究成果寄給他，並表示

對吳氏的茘鏡記戯文註釋工作，即早期閩南方言的研究，有所期待。吳守禮於

是說：「從此，我們結了國際學術交流的因緣，隔洋合作，努力新資料的發掘。

53」此後，包括藏於奧地利維也納國立博物館的萬曆刊《荔枝記》戲文、萬曆

刊《金花女》戲文的微捲，以及光緒刊《荔枝記》（其中一份校勘本，藏於法

國，施博爾博士54家）等文獻之獲悉、取得，都有龍氏的協助。55 

1965年 3月底，吳守禮收到恩師神田教授的信，以及「順治本荔枝記」影

照全套。神田教授在信中表示：「頃因整理書架，偶然翻出來，急付覆印，送

汝參考，即留在手頭可也。實不知荔鏡記之研究成果如此可觀，否則早該複印

寄去。56」神田教授所贈送的資料，讓吳守禮針對早期閩南文獻的考察工作，

能夠由明末嘉靖本，透過順治本而與清光緒刊本相通，有助於對此歷時性資料

的比較研究，提出更完整而詳盡的分析，因此吳氏撰寫〈順治本荔枝記校研〉

發表於《臺灣風物》第 16卷第 2期（1966.4），祝賀神田教授的古稀生日。57 

至於光緒刊本《荔枝記》戲文，吳守禮則是從 1961年開始整理，直到 1976

年之間陸續蒐集，共使用 6個底本相互參考校訂，才將原本缺漏的部分補齊，

並且將文獻中可能的誤字、錯字盡量修正。而在提供給吳氏進行研究的文獻底

本中，有民間人士的收藏，如：呂訴上、王火、李祥石，也有海內外學者的藏

本，如陳漢光、王秋桂、龍彼得等人，使得吳氏能將完整程度不一的文獻，進

 
51 參考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臺灣風物》，10：2、3（1960.3）：5-19。 
52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34。 
53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37。 
54 施博爾（Kristofer M. Schipper，1934-2021），漢名施舟人，漢學家、正一派道士。

曾留學臺灣，在臺南學習道教及民間信仰，並參與各項儀式、進行田野調查。 
55 吳守禮指出：「從頭回憶起來，龍教授的幫忙最多，幾乎每一項都有他的參加幫

忙。所以如果這些資料對學術界有點滴的增補，獲得欣賞，大半要歸功給他。」

參考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39。 
56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46。 
57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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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細緻的內容的比對、考訂及註解。58  

吳守禮將蒐集到的《荔鏡記》文獻，進行故事內容演變的歷時性分析，並

對各版本的資料，進行內容比對，並將其中或有缺漏的部分，透過較完整的版

本校勘、補充。之所以能以此方法校補，是因為成書於不同時代的《荔鏡記》

文獻，內容大致相同，可相互補綴，比如「閩臺方言史研究叢刊 6」《清順治刊

荔枝記戲文校理》書後附錄的《新刊時興泉潮雅調陳伯卿荔枝記大全》文獻中，

在第 26葉的後半，可以看到有幾行字，是吳氏用手抄寫後補上的。59 

吳氏根據光緒刊本「伯卿掃厝」齣末，第 29葉的下半葉第 7行的第 13字

「勿得」以下直到該面的最後一字，以此補上順治本第 26 葉下半葉全部之缺

文，並解釋道：「此處上文，順治、光緒二本曲；曰大致相同，語氣聯貫，似

可補綴以便閱讀。」60由於兩份文獻的內容，滿足了「曲詞大致大同」以及「語

氣連貫」兩項條件，因此能夠將光緒刊本，當作為順治刊本的某些頁次補缺的

文獻資料。而在順治本第 69 葉的下半葉，吳守禮也透過文獻比對，將光緒刊

本較完整的曲詞，補上順治本缺葉的部分，並註記「以上五行據光緒本補入」，

以便於確認其用以校勘之資料來源。61 

吳守禮根據順治本第 69 葉，即曲詞「五娘思君」的末段，觀察其中「寧

可佐黃泉地下鬼，今世勿得乞我一日離君。」的句子（「下」字以降是由吳氏

所補上），與光緒本荔枝記第 80葉上，第 8行的「寧可黃泉地下死，今世勿得

乞我一日離君。」62雖然兩句話的內容大致相同，仍可看出前半句有些許差異。

吳氏對此段文字的處理方式：不依照光緒刊本的「黃泉地下死」補順治本第 69

葉後半之缺，而是在順治本的「佐黃泉地」幾個字之後，以「下鬼……」接續，

理由是「據上下文在順（指順治本）應作『鬼』」，又說「疑本書（指光緒本）

因上文略去『佐』字遂改為『死』。」63 

吳氏遂將順治本的「佐」改為「做」（第 69葉，上葉第 10行），也因為有

 
58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38-39。 
59 書林人文居梓行，《新刊時興泉潮雅調陳伯卿荔枝記大全》，收於吳守禮校註，《清

順治刊荔枝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2001.12[初版 1刷]），26下。 
60 吳守禮，〈順治本荔枝記校研〉《臺灣風物》，16：2（1966.4）：24。 
61 書林人文居梓行，《新刊時興泉潮雅調陳伯卿荔枝記大全》，69下。 
62 書林人文居梓行，《新刊時興泉潮雅調陳伯卿荔枝記大全》，69 上、下；三益堂

發兌，《光緒拾年鐫陳伯卿新調繡像荔枝記真本》，收於吳守禮校註，《清光緒刊

荔枝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2001.12[初版 1刷]），80上。 
63 吳守禮校註，《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2001.12[初版 1

刷]），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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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做」，所以將上述前半句改成「寧可做黃泉地下鬼」。可見吳氏對於順治

本文獻內容的校勘、補缺，也不完全是依照較完整的光緒刊本的內容，同時也

考慮到前後文語句的合理性與適切性。另外，在順治本第 52 葉的下半葉，只

看得到右上角約 20 字左右，其他部分皆已不存。吳守禮檢視光緒本的內容，

說道：「幸好光緒本不缺，卽可據光緒本六十葉右面第八行第六字以下至齣末

全部補貼以便閱讀。」64不過順治刊、光緒刊兩本在此段落的文字略有出入，

例如：順治本作「有收無收問恁討」，光緒本則作「收有收無收共恁討」，由於

這個部分的些許差異，吳氏則指出他「不敢必此段文字光緒本完全與順治本相

同。」65 

雖然吳守禮透過不同版本《荔鏡記》文獻的比對，掌握到戲曲文獻曲詞之

間存在的「互補性」，但是他對於不同版本文獻之間的「延續性」，則持相對保

留的態度。除非有更多資料足以證明順治、光緒兩份文獻的關係，否則難有更

直接的論證，說明兩者的文字完全一致。可見早期語言文獻的重建工作，不只

在資料蒐集的完整性，還需要大量時間、精神的投入，有時甚至是「運氣」，

對於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皆可謂相當重要。吳守禮對早期閩南文獻進行內容

的重建與校勘，同時也從中整理可為語源考證的閩南方言資料，若觀察其研究

論述並整理他的觀念及方法論，對於臺灣文獻學傳統的重建，實有相當重要的

意義。 

 

肆、吳守禮的「故事年」理論與文獻定年法 

吳守禮在〈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文中，藉由「瑣南枝」、「傍粧臺」、「山

坡羊」等曲牌，以及文獻中所用「都堂」的職官名稱，推定《荔鏡記》文獻的

成書年代，大致在明中葉的 15世紀左右。66並以中國學者龔書煇〈陳三五娘故

事的演化〉一文為基礎，67討論「陳三五娘」戲曲故事在經過明嘉靖、萬曆本，

以及清順治本等各種版本的文獻，重刊之後的演變情形。吳氏根據這幾份《荔

鏡記》文獻內容的校勘，發現不同年代刊行的戲文，有相似也有相異的部分。 

因此吳氏在《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的緒說中，指出「前三種荔鏡緣

劇本刊於光緒本之前，而皆演相似情節，但亦有所演化；故曲文說白同中有異，

 
64 吳守禮，〈順治本荔枝記校研〉，24。 
65 吳守禮，〈順治本荔枝記校研〉，25。 
66 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9。 
67 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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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中有同，頗有出入。68」雖然故事內容大致不變，但在比對資料的過程中，

仍可發現幾個較具體的變化，像是在齣目、情節方面或有演化、刪改的情形。

例如：曲牌方面雖「大致完備」，但「偶有脫落的情形」，甚至於「在傳承之間

漸失實際意義」，曲詞的長短與原來的曲譜不盡符合，曲調也帶有地方色彩。69 

這樣的變化趨勢，常見於民間文學在各地的流傳，無論劇情、曲調都呈現

出逐漸在地化、大眾化的發展情形。吳守禮陸續整理刊行於不同時期的《荔鏡

記》戲文，探討前述這幾份早期文獻之間的關係，而提及他對嘉靖刊《荔鏡記》

戲文所做的研究「在陳三五娘故事資料方面可附在龔書煇的『陳三五娘故事演

化』之後，做為繼起學人的參考。70」足以說明吳氏所掌握的語料，對於早期

戲曲文獻研究，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性。 

此外有關《荔鏡記》戲文的體裁，除了反映南戲的特色之外，在故事的情

節及其描寫所使用的文學技巧，在流傳、演變的過程中，也反映出前代故事文

學的「延續性」及其他影響。吳守禮觀察龔書煇的論文，其中有提到「荔鏡傳

裏數用元明以來常用的戲曲故事——樂昌分鏡等。71」因此主張荔鏡記故事中

主角陳三的「摔鏡」是受到「分鏡」故事的影響，並認為龔氏的這個主張是合

理的，於是指出荔鏡記故事中「掞荔枝」（掞：丟、投擲）的情節，也是受前

代文學技巧的影響。比如在《荔鏡記》各版本文獻中所收錄的語句與對白，可

以找到「投荔枝」情節與「青梅記」之間的關係。72 

例如光緒本「五娘投井」一節有「古人亦有故事，盧少春共錦桃，青梅為

媒做表記。恁今不免來學伊。」這句話係吳氏引自龔書煇〈陳三五娘故事的演

化〉所用的《荔支記》文獻（光緒十年刊）。而以下兩段語句，則取自明嘉靖

刊《荔鏡記》戲文的內容： 

（旦）古人有乜體例？（占）奴惜春73、錦桃、李情力青梅做表記，恁

今不免來學伊。（第十五出五娘投井） 

「（生）伊掞落荔枝。全怙恁娘仔，卜學當初青梅記，卽學磨鏡做奴婢。」

（第二十四出園內花開）74 

 
68 吳守禮校註，《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4。 
69 吳守禮，〈順治本荔枝記校研〉，30。 
70 吳守禮，〈從『可遇不可求』談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的校理、續談〉，45。 
71 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15。 
72 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15-16。 
73 吳守禮將嘉靖本提到的「青梅記」角色的名字：奴惜春、芦少春，以《荔枝記》

（光緒本）校訂為盧少春。 
74 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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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這幾段文字，吳守禮指出：「掞荔枝」原來是沿襲了「青梅記」

再脫胎換骨的文學技巧。75也就是說，《荔鏡記》戲文的故事與「青梅記」之間，

在文學技巧的運用上，存在仿效、衍生的關係，而民間文學在流傳的過程當中，

將不同的文學素材進行融合，並且經過不同程度的演化、再創造，就能讓故事

本身更顯豐富趣味。另外，吳氏也觀察到嘉靖本的上欄附刊讀物「顏臣全部」

的內容，「掞荔枝」的文學技巧已經與「青梅記」並列： 

「蕳去暡，力只冷戀唾一口𪫸話，罵伊幾句；伊了無面返，便作磚團石

部掞伊，伊子創設是荔枝青梅」。（見顏臣全部黑麻序，荔鏡記戲文全集

第九葉上，上欄）76 

 

觀察到這樣的情形，吳氏則推測：「掞荔枝」的文學技巧，出現的時間比

「顏臣全部」的寫作時間更早。77如前所述，嘉靖本《荔鏡記》為重刊本，因

此重刊本上欄「顏臣全部」的內容，是這份文獻在重刊時加上去的，而「掞荔

枝」與「青梅記」兩種「文學技巧」，以「荔枝青梅」並列的形式同時出現在

「顏臣全部」當中，但是在嘉靖刊《荔鏡記》的正文所提到關於「青梅」的敘

述，卻是以「古人」、「當初」等語句紀錄在文獻中，可以證明前述吳氏的推論

是合理的。釐清這樣的演化規律後，吳守禮遂提出「故事年」一詞，說明文獻

內容的演變狀態： 

「掞荔枝」的文學技巧，比顏臣全部的寫作年代，還要早一段時期，如

果容我杜撰一個名詞，就是早一個「故事年」，而遠遠地把嘉靖末年重

刊荔鏡記戲文的年代，看在後面。78 

 

吳守禮將「掞荔枝」文學技巧出現的時代，與「顏臣全部」將「荔枝青梅」

並列的時代，兩者之間相差的時間段，稱為「一個故事年」。若按照這個「故

事年」的概念加以延伸，就可以理解「青梅記」文學素材的運用，與《荔鏡記》

故事的「掞荔枝」情節，也有相差一段時間的演化過程，甚至於「青梅記」的

故事本身，可能也是受到其他故事的影響而產生的。 

前述「故事年」的概念，似可為「文獻定年法」之理論基礎，而就其適用

 
75 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16。 
76 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16。 
77 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16。 
78 吳守禮，〈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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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而言，則必須以文獻之間的「延續性」（敘事內容的互相模仿）為前提，

方能進一步推論文獻受影響的情形。除了「荔枝青梅」的描寫外，在《荔鏡記》

各版本文獻中，無論篇幅長短，基本上都有「五娘投井」情節。雖然各版本文

獻在此處都有「脫鞋於井邊為記」的描述，經比對整理後，仍可發現各版本間

之異同，茲以表格形式整理如下： 

表 1：各版本《荔鏡記》戲文所載「五娘脫鞋於井邊為記」描寫一覽表。 

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 脫落弓鞋下覓井邊，也准為記。 

明萬曆刊荔枝記戲文 （唱）脫落弓鞋，井邊為記。 

清順治刊荔枝記戲文 我今脫落弓鞋。
ㄑ
ㄑ下覓井邊，亦准為記。 

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 我今脫落弓鞋ㄑ
ㄑ下覓井邊，亦准為記。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吳守禮校註，《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

2001年 12月初版 1刷），頁 65；吳守禮校註，《明萬曆刊荔枝記戲文校

理》（臺北：從宜工作室，2001年 12月初版 1刷），頁 61；吳守禮校註，

《清順治刊荔枝記戲文校理》（臺北：從宜工作室，2001年 12月初版 1

刷），頁 51；吳守禮校註，《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頁 64整理。 

 

根據以上所列四個句子，可見順治本、光緒本的語句重疊性最高，而與另

外兩本的差異較大。在這四本戲文中，只有萬曆刊《荔枝記》明確指出黃五娘

的投井（因為得知自己要被嫁給地方富霸林大鼻），是「卜學玉蓮記」（卜，將

要），而這位女主角又說：「曾記得當初錢玉蓮，被繼母迫嫁孫汝權；將身超溪，

脫落一雙弓鞋溪邊，待人知來撈伊屍首。我不免學伊。79」 

可見《荊釵記》的故事，在《荔鏡記》成書時就已廣為流傳，所以才會在

黃五娘的唱詞中看到「井邊脫鞋為記」的內容。也因為萬曆本留下較直接的資

訊，才能推定黃五娘脫鞋於井邊的情節，是從《荊釵記》（錢玉蓮故事）因襲

而來的。如此便可謂《荔鏡記》與《荊釵記》之間，存在「文獻定年」分析之

前提。若能透過《荔鏡記》的文獻內容，整理並分析當中來自其他戲曲故事的

影響，就能大致掌握其成書的脈絡。 

至於如何透過語料分析將文獻「定年」，如前所述，吳守禮透過「掞荔枝」

較「荔枝青梅並列」早出現的一段「相對時間」作為定年的依據。不過這「一

段時間」並沒有具體的長短，因而可以理解，在一份文獻當中，存在來自不同

文學素材的影響，而這些素材各自的形成年代亦不一致。除非有「瑣南枝」、「傍

 
79 吳守禮校註，《明萬曆刊荔枝記戲文校理》，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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粧臺」等流行曲牌，或「都堂」等民間常用的職官稱謂，作為更直接的佐證，

才有機會從「相對時間」的推論定年，進一步推至「絕對時間」的具體範圍，

也就是吳氏所推定「明中葉的十五世紀左右」之嘉靖刊本的成書年代。 

 

伍、結語 

吳守禮從小養成對語言文學的興趣，讓他在臺北高校、臺北帝大就讀的成

長過程中，建立對於語言及文獻研究的基礎知識，而在大學畢業後留任副手期

間，得知早期閩南文獻《荔鏡記》戲文的存在，可謂其成為閩南文獻學者的契

機。日治時期吳守禮先後在臺北、京都兩帝大累積學術經驗，且在終戰之前，

回到臺灣進入南方人文研究所，將研究活動轉向福建語言及歷史的考察，也因

此能將學術「職務」的課題，集中於一直以來的「興趣」需求，即閩南語言文

獻的整理、研究之上。戰後初期吳氏先後完成〈福建語研究導論〉與《臺灣省

通志稿 人民志語言篇》兩部學術著作，可視為吳氏進行閩南文獻考證之前的

先期研究。 

吳守禮的學術研究，主要由文獻學及語源學兩方面所構成，而這兩者之間

的關係相當密切，因為吳氏透過早期文獻的研究資料，所整理出各類別的語

詞，通常是語源考證的依據。吳氏透過《荔鏡記》各版本文獻的比對、校勘，

發現這些早期戲文之間，存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互補關係，並以此為

核心，提出「故事年」的概念：根據內容相近的文獻資料，或者是不同版本的

同類文獻（同類異刊），能經由內容的比對，來推測文獻成書的先後次序，及

其演變情形。 

換言之，若能釐清文獻本身的「歷時性」，即產生背景與發展脈絡，則可

做為「文獻定年」分析的前提。筆者認為，可在吳守禮「故事年」概念的基礎

之上，進一步提出「文獻定年」的「相對」與「絕對」這兩種類型的定年方法：

前者是透過文獻內容的整理，根據其中語詞、修辭運用，以及文學描寫的方式，

分析其仿效、衍生自其他文獻、語料的現象，由此推定文獻成書的相對時間（較

早或較晚）；後者則是在文獻內容中找到能直接佐證刊行年代的具體資料時，

可以提出的推定方法。而由「荔枝青梅」並列於附屬刊物「顏臣全部」，又合

刊於嘉靖本《荔鏡記》文獻的情形看來，吳氏的「故事年」概念，似較適用於

文獻刊行「相對時間」的推定。 

吳守禮從神田喜一郎等京都考證派的漢學家，所承繼的的知識與學問，展

現在他對閩南早期文獻的考證方法上。實證而科學的學術訓練，使其充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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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東洋文學專攻所學，針對各版本的早期閩南文獻進行一系列蒐集與校勘，

並對文獻內容進行細緻的分析，一方面也對這些早期文獻當中所收各類語詞，

進行系統性的整理與研究。本文藉由重建吳守禮的學術生命史，對其早年的求

學歷程，以及他對閩南文獻所從事的學術工作，進行方法論的整理與分析。筆

者認為，歷史的主體，往往是由人的生命經驗所建構而成，因此臺灣學術史的

重建，則必根據學者的學術經驗來書寫，如此才會是充滿血肉與溫度，且具情

感的學術史。 

臺灣學術史的發展，從日本時代就已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就，然而因為學

術環境的改變，使得臺灣經驗的學術史，長期以來或處於「非主流」的位置，

或少有機會為人所知。時至今日，由吳守禮承接自日本京都學派的研究方法，

所建立臺灣觀點的學術傳統，仍需學術後進的熱切關注，方不致無人問津之

憾。希望透過本文的論述，能讓更多人認識「由臺灣經驗出發的語言文獻學」，

而吳守禮對臺灣學術史的經驗與貢獻，也能成為後進學者的參考與指針，同時

也有助於重建臺灣觀點的文獻學理論與學術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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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Heritage: Wu Shou-li's Theory and Method on the 

Philology of Southern Hokkien 

 

Kai-feng Chen 

 

Abstract 

Wu Shou-li (1909-2005), a Taiwanese philologist, studied at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Science of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present da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Oriental literature. He received 

professional academic training from Japanese sinologist Kanda Kiichiro 

(1897-1984). After being recommended by Kanda, Wu went to Japan and entered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in Kyoto to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Kyoto 

Sinology School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cataloging of the institute's library 

coll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u returned to Taiwan to join 

the Institute of Southern Humanities, focusing his research interest on the history 

and language of Fujian (Hokkien). During this period, Wu investigated local 

chronicles and collected various materials to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ocument research in the future. 

After World War II, Wu Shou-li served a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he 

research about the early document of the Southern Hokkien opera "Li Jing Ji"(荔鏡

記 ), and engaged in reconstructing its textual content through collation and 

comparison of various versions. Wu has his own theory with Hokkien philology, 

trying to analyze the writing context of "Li Jing Ji" docum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tory content. Wu estimated the age of the early document by using the words 

and literary materials of the literature works by trying to find out the kind of 

diachronic features presented in the content of the early documents. 

Wu Shou-l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the guidelines for rebuilding the 

tradition of Taiwanese linguistics. Since Wu had been educated by the Kyoto 

Sinology School, he has a very profound knowledge of documents and e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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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Wu's methodology can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Hokkien languag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evidence. Therefore, to 

explore Wu's research works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academic history, but 

it also helps to establish Taiwanese experience and viewpoints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 philology. 

 

Keywords: Wu Shou-li, Southern Hokkien, Philology, Opera Literature of Lì Jìng Jì, 

Stor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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